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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随着外资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对于 FDI 和 GDP、基础设施状况和 FDI 之间的关系研究也变得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选取了昆山和东莞这两个竞争力较强、连续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并且都以新兴的 IT 产业作为主导

产业的城市，以它们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数据为基础，先对 FDI 和 GDP 之间关系的进行实证研究，然

后编制基础设施评价指数以对 FDI 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运用 HP 滤波、协整和最大似然估计等方法进

行实证检验，并对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FDI 和 GDP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对

于 FDI 的促进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作用于 GDP，这也是在多个地区得到公认和验证的事实；基础设施越

完善，对 FDI 的吸引力越大。故而地方政府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解

决地方投资不足问题，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而且，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越完善，吸引

外资效果也越好。  

                                                             
1 感谢王传仕老师和余东华老师对于本文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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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自 70 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与此同时，外资在国民经济

中的地位日趋重要。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

一的投资的一部分，不仅对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腾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深入影响着中国经济增

长的方式、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经济学上关于 FDI 的研究有着显著的进

展。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 FDI 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吸引 FDI 的区位因素、FDI

的技术溢出效应和对于国内市场的影响等等。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

般物质条件。因而，基础设施建设状况是一个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的因素。然而具体的

研究 FDI 与基础设施这一专门题目的文献却较为有限。 

目前，一些国外学者早期的相关研究逐步凸现了对于基础设施研究的重要价值。Vernon(1966)认为，

国际上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传统的比较优势因素方面，如市场容量、劳动力成本、

交通和通讯成本、相对技术水平等。 

经典的区位理论认为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是决定厂商区位的主要因素，

外商通常会选择最低成本的生产区位(Buckley, 1988)。Coughlin 等(1991) 研究了 1981 —1983 年间外国

资本在美国 50 个州的分布状况，发现人均收入、制造业的密集度、失业率、工会率、广告支出、交通

设施与外资呈正相关关系。Dunning(1993)的折衷理论对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

包括自然资源和人造资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国际交通和通讯成本、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等。 

成本学派的发展又将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纳入分析当中。Caves (1971) 认为，外商面临着很高的搜

寻成本，如寻找当地生产投入、辨认当地市场潜力等方面的成本。这类成本促使外商采用回避投资风

险的策略，从而选择低交易成本的区位。Buckley and Casson (1985)认为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交

易成本的高低。Leonard(1984)和 Kumar(199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不愿流向环境保护标准高、污染管制严

的国家，故此研究为以后环保基础设施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在这其中，也不乏对于中国的研究。如 Hongmian（1995）利用统计模型研究了中国大陆外商直接

投资与一些关键区位因素间的定量关系如基础设施、投资刺激、工业基础等。Chen (1996) 的研究将中

国细分为东、中、西 3 个地区，指出外资偏爱西部资源，远离东、中部中国工业技术发源地，工资与

外资分布无关，市场容量对中部地区影响较大，区际交通较重要等。Broadman 和 Sun (1997) 运用 1992 

年底的资料分析了 GNP、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识字率和沿海位置对外资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分布

的影响，发现除劳动力成本外，其它因素在统计上显著。Tatoglu and Gaister(1998)研究发现，东道国的

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材料和劳动力供应、政治和法律环境、产业竞争程度、地理接近程度以及交通

运输成本、基础设施等是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这些成果为国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素材与方法上的借鉴，使得国内接下来的研究在先进方法的

运用和实际数据的占有两个基础上得以很好的展开。 

从宏观经济整体的角度国内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鲁明泓（1997）用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

来反映金融、信息、交通等行业的发展水平来看其对 FDI 的影响，表明交通、通讯、服务业和基础设

施，以及由城市化而带来的积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对外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吴先华、胡汉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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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协整及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方法对交通设施、金融深化、制度变迁及人力资本与 FDI 

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制度的变迁和道路的增加与 FDI 正相关；交通设施和人力素质与

FDI 的流入没有显著的 Granger 因果关系。靳涛（2006）依据我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的实际数据，发

现基础设施投资并不是引致 FDI 增加的格兰杰原因，并用事实证实了目前许多地方政府以增加基础设

施投资来吸引外商投资的盲目性。杨俊、杨尘、李晓羽（2007）建立了一个内生结构模型利用我国跨

省份 Panel 数据进行经验研究，证实了开放的经济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完善的基础设施也有利于

吸引外资的进入。 

从跨国公司微观的角度也有着一些研究。魏后凯、贺灿飞等（2001）采用问卷调查了秦皇岛市 135 

个外商投资企业，得出结论影响外商在秦皇岛投资的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是接近港口和交通干线、水电

气的供应和成本、土地和房地产价格、减免税收政策、接近北京和天津大市场、劳动力供应和工资水

平等。田贵明（2002）探讨了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对外投资动机、投资方式和公司规模的变化与东

道国区位因素之间的关系，指出东道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各种区位因素总是相互联系、共同发

挥作用的。 

从区位理论也有着很多对于 FDI 地区选择的相关研究。张传国（2003）从现代区位理论角度研究，

得出加强交通、邮电与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区域综合配套能力，将提升对台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的结论。葛顺奇、郑小洁（2004）利用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两个指标对中国 31 个省进行研究，指出区

位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和成本是影响 FD I 的关键因素。许继琴、杨琳琳（2005）根据长三角 16 个城

市 2003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排序，分析的结论为宁波市要加大改善外商投资环境的

力度。魏青山、王任飞（2005）分析了区域基础设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各省市基础设施进行

综合评价得分，结果表明除了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区位和政策优势以外，区域基础设施水平是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基础设施的范围界定有待统一。此外，对于 FDI 的研究离不开对 GDP 和 FDI

之间关系的研究，而影响 FDI 的各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也不容忽视。所以，我们选取了昆山和东莞这

两个竞争力较强、连续多年经济快速增长、并且都以 IT 产业作为主导产业的城市，通过它们改革开放

以来的实际数据为基础，来揭示 FDI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且试图了解基础设施情况对于 FDI 的影

响程度。我们先通过 HP 滤波研究 FDI 和 GDP 之间波动关系，然后编制基础设施评价指数并利用 VECM

模型协整来对 FDI 和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最后对所得的两个城市的结果进行比较分析。 

一、GDP 与 FDI 之间的关系  

为了研究 FDI 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需先对 FDI 和 GDP 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同，我们对东莞市自 1978 年来 31 年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对于昆山市，

由于统计数据较少（仅 2000-2008 年数据较为全面），难以得到高质量的计量分析结果，故采用折线

图进行表示。其中 FDI 我们选取的指标是两个城市历年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并通过物价指数折算为

不变价格。 

1.1 昆山的 GDP 与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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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昆山 2000 到 2008 年的实际 GDP 呈显著的增长趋势。从 2000 到 2008 年，昆山

市的实际 GDP（以 2000 年为基年计算不变价格，剔除通胀因素）从 200 亿元上升到 1236 亿元。

与此同时，FDI 也在波动中逐步上升。 

由于 FDI 年度波动较大，所以我们更为关注 GDP 的增长率和 FDI 的增长率。如图 2 所示，昆山

市的 GDP 增长率平均在 20%以上，其中有些年份甚至高达 30%以上。 

 

图 1 昆山 2000-2008 实际 GDP 与 FDI 

 

图 2 昆山 2000-2008 实际 GDP 与 FDI 增长率  

1.2 东莞 GDP 与 FDI 

1.2.1 计量模型及结果 

采用《东莞市统计年鉴》中所载 31 年来的 GDP 和 FDI，然后都以 1978 年作为基年剔除通胀

因素计算不变价格。为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对两者都取对数形式。由于时间序列存在较强的时间

趋势，因而在回归前应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的检验结果如表 1 所示。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得知，ln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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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lnFDI 均为 I(1)序列，所以需要进行协整估计。估计后得到的结果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FDI

的参数估计值为 0.4732988。但是考虑到时间趋势的影响，故而更为有效的方法是通过 HP 滤波处

理，将 GDP 和 FDI 分解为波动和增长两部分。处理后的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 

表 1 ADF 检验结果  

变量 ADF 统计值 1%显著性水平 

lnGDP 1.256 接受 
lnFDI -0.848 接受 
△lnGDP -4.519 拒绝 
△lnFDI -9.838   拒绝 

 

 

图 3 FDI 增长和波动                    GDP 增长和波动  

 

图 4 GDP、FDI 增长和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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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只关心 FDI 对于 GDP 波动的影响，所以只对波动部分进行回归。 

考虑到FDI对于GDP的影响可能滞后，同时依据信息准则 2

表 2

，所以我们在回归的时候采取FDI滞

后一期的波动对GDP进行回归。结果如 、图 5 所示。单位根检存在验结果表明lnFDI滞后一期和

lnGDP都是I(0)过程，因而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表 2 GDP 和 FDI 波动 OLS 回归及单位根检验  

OLS 回归 估计值 t 统计量 

LnFDI 波动，滞后一期 -0.0694204* -1.73 

常量 .0023933 0.13 

R2=0.0994  F( 1,27) =2.98* 

单位根 ADF 检验 统计量 5%显著性水平 

LnFDI 波动，滞后一期 -3.477 拒绝 
lnGDP -3.412 拒绝 
*代表通过 10%显著性水平检验。 

 

图 5 GDP 和 FDI 波动部分散点图  

1.2.2 结果分析 

通过图 5 我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GDP 和 FDI 波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是特别明显。回归的结果

告诉我们，FDI 对于 GDP 的影响需要一个时滞，根据信息准则检验我们得到的结果，一年的时滞较为

明显。此外，FDI 每波动 1 个百分点，次年的 GDP 也会随之逆向波动约 0.07 个百分点，但这种波动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明显。 

因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FDI 每变动 1 个百分点，GDP 会变动 0.48 个百分点。但是对于两者

波动之间的研究发现，FDI 和 GDP 的波动趋势并无显著关系。 

                                                             
2 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中，对滞后期数的选择可以使用信息准则，选择最小化的 AIC 或 BIC 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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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础设施与 FDI 的关系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 FDI 与 GDP 波动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但是 FDI 对于 GDP 的

影响则是显著为正的。因此，吸引 FDI 对于当地 GDP 的增长是有着正相关关系的。故而，我们下一步

将分析吸引 FDI 的因素。在引言中已经提到，对于 FDI 的影响现在的分析大都集中于自然资源和人造资

源以及市场的空间分布、投入品的价格和质量、国际交通和通讯成本、投资优惠或障碍、商品和劳务

贸易的人为障碍、社会基础设施、不同国家间意识形态和语言文化与政治差异、R&D 和营销集中与积

聚带来的规模经济、政府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等等。 

在本文中，我们着重分析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对于 FDI 的影响。 

2.1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英语：Infrastructure，香港惯称基础建设，简称基建）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

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我们把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

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经济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讯、水电煤气等

公共设施，即俗称的基础建设；而“社会性基础设施”主要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

社会事业。 

根据1994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界定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公共设施—电力、电信、自来水、卫生设施、排放污水、垃圾收集与处理、管道煤气等 

 公共工程—道路、为灌溉和泄洪而建的大坝和运河工程设施等 

 其他运输—市区与城市间铁路、市区交通、港口和航道、机场等。 

交通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成本影响生产成本从而会对投资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产品各生产环节之间的运

输和销售都要求有比较完备的交通运输网络，尤其是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对一些以出口为导向的产品特

别重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越完备, 生产过程的效率，产品综合成本越低。而年末全市境内公路通车里

程和客货周转量是反应一个地区交通完备程度的重要指标。 

区域的通信系统：对信息收集和传播有重要影响。地区间的沟通协调和整合对跨国公司复合合一体化

的现代化生产相当重要，先进的通信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信息收集成本、促进信息的交流，从而使投资

者更好地把握投资环境变化, 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电话和互联网拥有量成为衡量通信设施完

备状况的基本指标。 

能源基础设施：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无论是工农业生产还是人民的基本生活，能源都扮演着十分

重要的角色。能源的供给状况决定了生产生活的综合成本，从而也成为 FDI 选址的重要因素。液化石

油气和电力供给状况可以很好的反应一个地区的能源公共服务状况。 

市政基础设施：医院病床数、人均生活用水量、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公共营运汽电车等涵盖了医

疗卫生、环境保护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方面的公共服务设施，可以很好的反应社会性服务设施的供给状

况。 

概括起来, 它涵盖了交通运输、通信、电力、水利及市政基础设施等方面。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源于《昆山统计年鉴》、《东莞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经整理换算得到。同上，由于昆山很多年的数据缺失，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

们主要是选取 2000-2008 年的昆山数据和 1978-2008 年东莞的数据做时间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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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编制 

基础设施涵盖内容十分广泛，因此，单独拿出任何一项指标来研究它与 FDI 的关系都是十分不合

理的；而如果把所有的指标都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多项基础设施指标之间存在着很强的多重

共线性，会造成回归结果偏离实际情况。为了综合反映各项基础设施指标对 FDI 的影响，同时避免多

项指标同时进入回归方程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参考了魏青山、王任飞(2001)的综合评价基础

设施的方法，即对区域基础设施综合评价打分，以基础设施评分进入回归方程；但是在具体指标选取

和权重选择上考虑到本文的现实情况，依据针对跨国企业的实际调查所得的影响程度进行加权。指标

体系编制及加权如表 3 所示。 

表 3 指标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交通 

年末全市境内公路通车里程 12% 

30% 换算周转量（货运周转量和客运周转

量综合得出）3 18% 
 

通信 
通讯工具拥有量（普通固定电话用

户、移动电话用户、互联网接入用户

之和） 

30% 30% 

能源 
液化石油气供气总量 5% 

10% 
总供电量 5% 

市政 

医院病床数 6% 

30% 

人均生活用水量 6% 

市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6% 

公共营运汽电车 6%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 6% 

数据来源：《昆山统计年鉴》《东莞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我们首先对各个指标进行无量纲的标准化化处理，再利用标准化的分数加权求和得到区域基础设

施综合评分。无量纲标准化处理的方法是： 

*
maxmin min( ) / ( )i ix x x x x= − −  

其中i代表某项指标， xi代表未经标准化之前第i项基础设施原始指标数值；xmax代表该指标在各年

份中的最大值； xmin代表该指标在各年份中的最小值。 

某一年基础设施综合评价得分的计算方法是： 
                                                             
3 换算周转量，是指将旅客周转量按一定比例换算为货物周转量， 然后与货物周转量相加成为一个包括客货运输的换算周转

量指标。它综合反映了各种运输工具在报告期实际完成的旅客和货物的总周转量，是考核运输业的综合性的产量指标。计算

公式是：换算周转量=货物周转量+(旅客周转量×客货换算系数)。 
客货换算系数的大小，取决于运输 1 吨公里和 1 人公里所耗用人力和物力的多少。目前我国统计制度规定的客货换算系数，

按铺位折算，铁路、远洋、沿海、内河运输的系数为 1；按坐位折算，内河为 0.33，公路为 0.1，航空国内为 0.072、国际为

0.075。 
考虑到本文实际情况，客货换算系数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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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i jR x w= ⋅∑    

( )k k kR uB = ⋅∑  

最终所得数值出于计算方便，将其乘以 100。 

其中： 

jw 代表二级指标基础设施所占权重 

ju 代表一级指标基础设施所占权重 

R 代表二级指标加权所得基础设施评分 

B 代表某一级指标加权所得某一年该地域的基础设施总评分。 

基础设施综合评分越高，表明该年份基础设施越完善。 

考虑到基础设施发挥作用的时滞因素，我们采用的是滞后一期模型（后文详述）。 

2.3 昆山基础设施与 FDI 

采用编制的指数的对数和 FDI 的对数进行回归，其结果如表 4、图 6 所示。 

表 4 昆山回归结果  

 参数估计值 t 统计量 

当期回归   

ln 基础设施指数 0.2219929*** 4.82 

常数 10.85941*** 66.92   

R2= 0.7688  F( 1,7) = 23.28*** 

滞后一期回归   

ln 基础设施指数 0.2033703 *** 6.07   

常数 11.00896*** 97.50   

R2= 0.8600  F( 1,6) = 36.87*** 

滞后两期回归   

ln 基础设施指数 0.1339574*** 4.04 

常数 11.31754*** 106.59    

R2=0.7656  F( 1,5) = 16.34*** 
***代表通过 1%显著性水平检验。 

故我们应该选择滞后一期的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于 FDI 的影响滞后一期，且基础设施指数

每上升 1 个百分点，FDI 上升 0.2 个百分点。而多元回归（同时加入基础设施指数和其滞后项）

结果中当期的系数不显著，其结果与一元回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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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昆山 FDI 和基础设施  

但是受限于样本个数，所以对于昆山的回归结果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 

2.4 东莞基础设施与 FDI 

采取同样的方法，得到东莞的基础设施指数并采用对数形式进行回归。然而对于一元回归，容易

出现时间趋势相同造成的伪回归现象。 

为了避免这种伪回归影响结果，FDI(lnFDI)和基础设施指数(lnindex)都需先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

用 ADF 检验方法。 

其结果如表 5 所示。故 lnFDI 和 lnindex 均为 I(1)。 

表 5 东莞 FDI 和基础设施指数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统计量 1%显著性水平 

lnFDI -0.848 接受 
△lnFDI -9.838 拒绝 
lnindex -0.022 接受 
△lnindex -4.327 拒绝 

因此，必须对其进行 VECM 模型协整。 

VECM 模型的原理：利用“Beveridge-Nelson Decomposition” 分解公式，将一个 I(1)分解为时间趋势、一

个随机游走、一个稳态序列及初始条件之和。 

11
.2

11
.4

11
.6

11
.8

12

1 2 3 4 5
基础设施

Fitted values F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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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过程： 

1) VEC 秩检验，只有滞后一期结果可以接受，得到 h=1，结果如下： 

表 6 VEC 秩检验  

Rank parms LL eigenvalue statistic value 

0 4 -14.913578 . 70.1359 18.17 
1 7 18.631001 0.89315 3.0468* 3.74 
2 8 20.154386 0.09657   

*代表通过 h 统计检验 

2) VECM 最大似然估计 

表 7 最大似然估计协整方程  

 系数估计值 z 统计量 p 值 

lnFDI 1   
lnindex -3.174208*** -5.62 0.000 

趋势 0.2396089 . . 

常数 -4.863801 . . 
***代表通 1%显著性水平检验 

如表 7 所示，VECM 最大似然估计结果显示有且只有一个协整方程。其估计参数表明，基础设施指

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带动 FDI 上升 3.17 个百分点（需要对估计值移项取负数）。相比于昆山的数据，

我们认为有着更长时间样本的东莞所得到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并且由于东莞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对外

开放时间较长，其基础设施建设和 FDI 之间的关系历经数年发展，因此其结果非常值得其他城市借鉴。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计量检验，对比昆山和东莞的结果，我们可以得到两个主要结论： 

1． FDI 和 GDP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而对于 FDI 的促进因素一定程度上会作用于 GDP，

这也是在多个地区得到公认和验证的事实。因而，各地政府加强对于 FDI 的吸引对于当地 GDP

的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 

2． 基础设施越完善，对 FDI 的吸引力越大。地方政府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可以吸引更多的

外资进入，解决地方经济发展资金短缺问题。而且，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基础设施越完善，

吸引外资的效果也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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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除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外，

较低的环境保护标准和较宽松的污染管制也对外资具有很大的吸引力。Leonard(1984)和

Kumar(1991)已经研究出外资不愿流向环境保护标准高、污染管制严的国家。 

2. 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完全解释FDI的引进和利用情况，政府优惠政策对FDI有很大的吸引力 4

本文尚存在的不足之处： 

。 

1. 政策可以作为一个特殊的公共服务变量进入模型。而在现在的分析中尚未讨论该点。 

2. 对于吸引 FDI 的分析应该同时考虑其他因素，以确定没有高估计基础设施的影响。 

3. 基础设施指数的编制只参照了对于跨国企业微观调查的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其滞后性和主观性

较强，所以并不一定可以客观的反映当地的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如能找到更合适或者科学的办

法，有利于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对于 FDI 影响的研究。 

4. 由于基础设施对 FDI、FDI 对 GDP 都是内生变量，因而直接采取本身进行回归虽然经过滤波、

协整等处理，其本身的相关性并无法避免。因而，如能找到更合适的工具变量然后依据经济理

论建立联立方程模型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其效果可能会远远好于现在的计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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